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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近年来, 植硅体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考古学领域, 为世界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关键证

据, 其中在稻作农业起源和传播的研究中, 水稻扇型植硅体对于发现、鉴定水稻遗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研究农

业起源的关键, 是找到地质考古记录中的植物遗存, 并准确鉴定野生–驯化特征, 本文介绍了水稻扇型植硅体鉴

定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研究的历史, 重点阐述了现代野生稻生长区、驯化水稻田、旱稻田表土中水稻扇型植硅体

鱼鳞状纹饰研究的新进展, 明确了野生、驯化水稻扇型植硅体研究中关于个体鉴定、选择和鱼鳞状纹饰计数的

标准, 在此基础上讨论了野生和驯化水稻扇型植硅体纹饰产生差异的可能原因和机制。希望通过本文的总结与

讨论, 能够使植硅体分析方法在作物起源和传播的研究中得到更准确、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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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hytolith analysis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viding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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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and key evidence on the study of agriculture origin around the world. Among the studies on rice agriculture 
origin,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covery and identification of rice remains. The key 
to study agriculture origin is to discover archaeological plant remains and accurately identify their 
wild–domesticated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history from qualitative to quantitative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s, focuses on the new progress of fish-scale decoration research in rice bul-
liform phytoliths from topsoil of modern wild rice growing areas, domesticated paddy fields, and dry paddy fields, 
clarified the criteria for individual phytolith identification, selection, and fish-scale decoration counting. On this 
basis, the possible causes and mechanism of the difference in fish-scale decorations between wild and domesticated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 are discussed.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summary and discussion of this paper, phytolith 
analysis can be more accurately and widely used in the study of crop origin and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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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水稻(Oryza sativa)是东亚最早的驯化作物之

一, 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

基础(Callaway, 2014)。但是, 迄今对稻作农业起

源时间、地点、种类、驯化过程和机制等方面的

观点仍存在争议, 如何发现早期沉积物中的水稻

植物化石, 如何鉴定它们是野生还是驯化的水稻,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传统的大植物遗存浮选分析方法, 在稻作农

业起源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 例如Liu等(2007)

通过综合研究考古遗址出土水稻颗粒的大小、形

态等测量参数, 认为在全新世早期(9000 cal.BP)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可能已开始收获野生稻并

开始种植栽培稻, 最终导致水稻的驯化; Fuller 等

(2009)根据水稻小穗轴基盘形态特征, 对田螺山

遗址出土的遗存进行研究, 发现水稻驯化发生在

6500 cal.BP; Zheng 等(2016)利用离层维管束组织

结构对湖西遗址出土穗轴进行研究, 认为水稻在

9000 年前已经开始驯化。虽然大植物遗存鉴定方

法为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提供了关键证据, 但越

是早期的地层越难以发现大植物遗存, 而且相同

的遗址不同的证据得出的驯化结果却不一致

(Fuller et al., 2009; Zheng et al., 2016)。一个关键

的原因是植物大遗存容易腐烂、灰化, 早期的证

据难以发现, 鉴定特征难以量化, 所以仅利用稻

谷颗粒和小穗轴基盘, 难以建立长时间尺度/高分

辨率的水稻驯化演化序列。因此, 寻找地质考古

地层中含量丰富的、可鉴定的研究材料是解决这

一问题的关键。 

植硅体是沉淀在高等植物细胞中的非晶质二

氧化硅胶凝体, 具有产量高、分布广、抗风化、

植物分类特征明确、可鉴定腐烂灰化植物遗存等

特点(王永吉、吕厚远, 1993), 近年来被广泛应用

于世界农业起源研究中(Ball et al., 2016)。水稻具

有三种典型的植硅体类型, 分别是茎叶并排哑铃

型、颖壳双峰型和叶表皮机动细胞扇型(吕厚远等, 

1996)。其中, 哑铃型植硅体的形态测量参数在野

生稻和驯化稻中还没有发现明显差别, 目前不能

用于区分野生稻和驯化稻(Gu et al., 2013); 稻壳

中的双峰型植硅体的形态测量参数在驯化稻和野

生稻中有明显差别(Gu et al., 2013), 利用判别公

式可以区分野生稻和驯化稻(Zhao et al., 1998), 

但是在考古遗存中通常含量相对较少; 水稻扇型

植硅体数量众多, 在考古遗址地层中保存状况较

好, 表面具有特有的鱼鳞状纹饰, 鉴定特征明显, 

在稻作农业起源和演化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Lu et al., 2002)。 

利用植硅体判定水稻野生–驯化性质 , 主要

通过形态测量和鱼鳞状纹饰两种方法进行研究。

在形态测量方面, 扇型植硅体的大小和形状可能

同时受到叶片成熟程度(Zheng et al., 2003)、水热

条件(Wang et al., 2019)、种类(唐先干等, 2019)的

影响, 所以单纯的利用形态测量参数无法区分野

生–驯化性质。对鱼鳞状纹饰的研究则经历了定

性、半定量、定量研究的过程(Fujiwara, 1976; Lu et 

al., 2002; Huan et al., 2015), 其数量差异可以用

于判断水稻遗存的野生–驯化性质 , 但是由于水

稻扇型植硅体的平面形态有大致对称和非对称两

种, 是否将大量的非对称形态的植硅体纳入野生

–驯化研究中, 从目前已经发表的文章(王灿、吕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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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2012)和图版(Huan et al., 2015; Luo et al., 

2016; Ma et al., 2016)看, 选用标准并不一致; 此

外, 鱼鳞状纹饰通常呈多排出现, 王灿和吕厚远

(2012)认为应以看到的最顶面的鱼鳞状纹饰进行

计数 , 但地层中的鱼鳞状纹饰由于风化等原因

会遭到破坏 , 所以鱼鳞状纹饰的计数标准需要

进一步细化。 

本文主要回顾了近年来水稻扇型植硅体野生

–驯化特征的研究进展 , 针对目前水稻扇型植硅

体应用过程中存在的个体选择标准不统一、鱼鳞

状纹饰计数规则模糊等问题, 明确了在判断野生

–驯化研究中水稻扇型植硅体个体的选择标准和

鱼鳞状纹饰的计数标准; 着重讨论了现代稻田表

土中水稻野生、驯化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数量

差异的研究进展, 以期使植硅体分析方法在作物

起源和传播研究中得到更准确、更广泛的应用 , 

推动我国植硅体形态研究与植物考古研究的深入

交叉和发展。 

2  水稻扇型植硅体的鉴定特征与区分

野生–驯化研究的历史 

2. 1  水稻扇型植硅体的鉴定特征 

扇型植硅体产生于禾本科植物叶片表皮的机

动细胞, 位于叶脉之间, 与叶脉平行排列(图 1-A, 

1-B), 禾本科中除早熟禾亚科之外 , 其他亚科都

发育扇型植硅体(吕厚远等, 1996)。由于黍亚科扇

型与水稻扇型形态比较容易区分, 所以吕厚远等

(1996)曾对除黍亚科之外的来自稻亚科、竹亚科、

芦竹亚科和画眉草亚科的 33 种植物的扇型植硅

体的形态参数进行判别分析, 发现仅通过形态测

量参数在属间进行分类就能使正确率达到 90%, 

唯一根据形态被判别到稻属的芦竹扇型植硅体 , 

由于其边缘不具有水稻扇型所具有的鱼鳞状纹饰, 

所以也可以进行正确的区分。最近, Chen 等(2020)

系统研究了台湾常见的禾本科植物的扇型植硅体, 

通过引入扇缘弧度和长度等新的测量指标, 发现

通过扇型植硅体的测量参数的判别可以将禾本科

植物鉴定到亚科的级别。 

综上, 与其他禾本科植物相比, 水稻扇型植

硅体在形态和纹饰上有明确的鉴定特征(图 1-C, 

1-D): 形态上 , 水稻扇型的扇面完整 , 半圆的弧

度较圆滑; 纹饰上, 水稻扇型植硅体半圆面上具

有排列较整齐的鱼鳞状纹饰, 两个侧面具有脊状

突起(吕厚远等, 1996; 王灿、吕厚远, 2012)。由于

水稻扇型植硅体明确的鉴定特征和良好的保存状

况, 所以其形态参数和纹饰特征常常被用在考古

中判定水稻遗存的性质。 

 

图 1  水稻扇型植硅体的产生和鉴定特征 

Fig. 1  Formation of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 and it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 水稻植株; B. 水稻叶片横切面示意图 (改自星川清亲, 1980); C. 成组泡状细胞; D. 扇型植硅体。 

A. Rice plant; B. The transverse section of rice leaf (modified after Hoshika, 1980); C. A group of rice bulliform cells; D.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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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利用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区分野生–驯化研

究的历史 

一般来讲, 驯化植物的植硅体相对于其野生

种类而言, 尺寸更大(Piperno, 1988)。因此, 扇型

植硅体的形态测量参数曾被用来区分野生稻和驯

化稻, 即通过测量扇型植硅体的长(VL)、宽(HL)、

厚(LL)、扇柄长(a)、扇面长(b)等形状参数(图 2), 

对扇型植硅体的野生/驯化性质进行判别。然而, 

近年来学者们(Pearsall et al., 1995; 张文绪、王莉

莉, 1998; 马雪泷、房江育, 2007; Gu et al., 2013)

通过对比研究现代野生稻和驯化稻样品的扇型植

硅体的形态测量参数, 认为单独利用水稻扇型植

硅体的测量特征是无法区分野生稻和驯化稻的; 

最近唐先干等(2019)通过对现代水稻叶片植硅体

大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普通野生稻扇型植硅

体的长和宽要大于驯化稻, 与传统认识中驯化稻

具有更大的植硅体相矛盾。这可能是因为扇型植

硅体的大小并不是由单一的遗传因素控制的, 叶

片成熟程度(Zheng et al., 2003)、水热条件(Wang 

et al., 2019)等均会对扇型植硅体的大小产生一定

影响。在考察考古遗存的水稻野生–驯化性质时, 

要慎重使用这一指标。 

 

图 2  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测量参数示意图(改自 Fujiwara, 1976; 王

灿、吕厚远, 2012) 

Fig. 2  Morphometric parameters of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 (modified 
after Fujiwara, 1976; Wang and Lu, 2012 ) 

 

近年来, 水稻扇型植硅体的鱼鳞状纹饰(图 3)

被越来越多的用于区分野生和驯化性状研究, 其

研究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定性描述阶段: Fujiwara 等(1976)最早认

识到驯化稻和野生稻扇型植硅体前缘的鱼鳞状纹

饰有所不同, 即野生稻扇型植硅体前缘纹饰大而

不规则, 驯化稻前缘纹饰为龟甲状。然而, 定性的

标准在实际研究中难以应用, 亟待建立定量鉴定

标准。 

(2) 定量描述阶段: Lu 等(2002)通过对 7 种野

生稻和 6 种驯化稻扇型植硅体的对比研究, 发现

驯化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的数量在 8到 14之

间, 而野生稻的大多少于 9, 虽然野生稻与驯化

稻在鱼鳞状纹饰数量上有重叠, 但仍可从统计学

上将两者分开。因此, 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等

于或大于 9 被认为是驯化稻的标志。然而, 由于

野生稻与驯化稻鱼鳞状纹饰的数量有重叠, 单个

扇型植硅体不足以辨别考古样品中水稻遗存的性

质, 需要通过建立统计学鉴定标准进行区分。 

 

图 3  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示意图 (引自 Huan et al., 2015) 

Fig. 3  Fish-scale decorations on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 (cited by Huan 
et al., 2015) 

 

 (3) 定量指标阶段: Huan 等(2015)通过对我

国南方现代野生稻生长区和驯化水稻田表土中的

水稻扇型植硅体的研究, 发现在野生稻生长区表

土样品中具有 ≥9 个的鱼鳞状纹饰的水稻扇型植

硅体的比例是 17.46%±8.29%, 在驯化水稻田表

土样品中具有 ≥9 个鱼鳞状纹饰的扇型植硅体的

比例是 63.70%±9.22%, 说明具有 ≥9 个鱼鳞状

纹饰的扇型植硅体比例不仅可以作为区分野生稻

和驯化稻的指标, 而且可以指示水稻驯化程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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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速率。然而, 该研究涉及的驯化水稻田表土

样品大都采自湖南省和海南省 , 它们能否代表

中国南方水稻种植区的整体水平还需检验 ; 其

次 , 该研究没有对如何计数鱼鳞状纹饰做出详

细的说明; 第三, 该文仅对野生稻生长区表土和

驯化水稻田表土进行了研究 , 缺少对在我国局

部地区种植的另一个水稻生态型——旱稻的研

究。所以, 需要对覆盖范围更加广泛、包含品种

更加多样的表土样品进行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

饰的进一步研究。 

3  稻田表土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研

究进展 

3. 1  研究材料和方法 

在 Huan 等(2015)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对采

集的 63 个驯化水稻田表土样品进行分析, 这些样

品均匀分布在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和湖南省

(表 1, 图 4)。此外, 我们还对广西田林县八渡乡

顶孟村(表 1, 图 4)的 4 个现代旱稻表土样品进行

了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的分析。在前期研

究的基础上, 样品进一步覆盖了长江中下游水稻

起源中心地区。 

植硅体提取方法采用湿式灰化法。首先称取

2 g样品, 然后分别用 30%的双氧水和 15%的盐酸

去除有机质和钙质 , 最后利用比重为 2.35 的

ZnBr2 进行植硅体的提取, 对提取出的植硅体利

用加拿大树胶封片。然后在放大 400 倍的莱卡

DM750 显微镜下对每一粒扇型植硅体的纹饰进

行计数, 每个样品计数五十粒扇型植硅体, 最后

计算每个样品中具有 ≥9 个鱼鳞状纹饰的扇型植

硅体的比例。 
 

表 1  本研究选择的驯化稻田和旱稻田表土样品信息及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统计结果 
Table 1  The sample information of selected domesticated rice paddies and dry rice fields in this study and statistical re-

sults of fish-scale decorations in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s 

序号 编号 类别 经度(° E) 纬度(° N) 省份 县(市) 
具有 ≥9 个鱼鳞状纹饰的 

水稻的扇型植硅体比例 

1 DTHN1 驯化水稻表土 112.484 27.199 湖南 衡阳县 56.86% 

2 DTHN2 驯化水稻表土 112.094 27.130 湖南 衡阳县 66.04% 

3 DTHN3 驯化水稻表土 112.222 27.507 湖南 双峰县 54.90% 

4 DTHN4 驯化水稻表土 112.430 27.898 湖南 湘乡市 48.28% 

5 DTHN5 驯化水稻表土 112.109 27.937 湖南 宁乡县 58.49% 

6 DTHN6 驯化水稻表土 112.424 28.198 湖南 宁乡县 42.00% 

7 DTHN7 驯化水稻表土 112.622 28.295 湖南 宁乡县 49.02% 

8 DTHN8 驯化水稻表土 112.321 28.747 湖南 益阳县 44.00% 

9 DTHN9 驯化水稻表土 112.506 29.019 湖南 沅江市 46.00% 

10 DTHN10 驯化水稻表土 112.757 29.007 湖南 沅江市 48.00% 

11 DTHN11 驯化水稻表土 111.827 28.951 湖南 汉寿县 50.98% 

12 DTHN12 驯化水稻表土 111.103 29.573 湖南 慈利县 50.00% 

13 DTHN13 驯化水稻表土 110.092 28.981 湖南 永顺县 52.83% 

14 DTHN14 驯化水稻表土 112.295 25.401 湖南 蓝山县 52.00% 

15 DTHN15 驯化水稻表土 112.561 26.376 湖南 常宁县 47.17% 

16 DTHN16 驯化水稻表土 112.819 27.007 湖南 衡东县 50.00% 

17 DTHN17 驯化水稻表土 112.904 27.048 湖南 衡东县 56.00% 

18 DTHN18 驯化水稻表土 113.035 27.081 湖南 衡东县 47.06% 

19 DTHN19 驯化水稻表土 113.224 27.085 湖南 攸县 49.02% 

20 DTHN20 驯化水稻表土 113.363 26.914 湖南 茶陵县 50.00% 

21 DTHN21 驯化水稻表土 113.535 26.819 湖南 茶陵县 56.60% 

22 DTJX1 驯化水稻表土 114.750 26.865 江西 泰和县 50.98% 

23 DTJX2 驯化水稻表土 114.388 26.791 江西 泰和县 46.43% 

24 DTJX3 驯化水稻表土 114.613 26.592 江西 万安县 47.46% 

25 DTJX4 驯化水稻表土 114.937 25.351 江西 泰和县 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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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编号 类别 经度(° E) 纬度(° N) 省份 县(市) 
具有 ≥9 个鱼鳞状纹饰的

水稻的扇型植硅体比例 

26 DTJX5 驯化水稻表土 115.295 26.297 江西 兴国县 58.00% 

27 DTJX6 驯化水稻表土 114.942 26.770 江西 信丰县 46.30% 

28 DTJX7 驯化水稻表土 115.721 25.476 江西 会昌县 63.93% 

29 DTJX8 驯化水稻表土 116.522 27.356 江西 南城县 51.79% 

30 DTJX9 驯化水稻表土 116.180 27.816 江西 崇仁县 66.04% 

31 DTJX10 驯化水稻表土 115.889 28.103 江西 丰城市 65.00% 

32 DTJX11 驯化水稻表土 115.656 28.375 江西 新建县 50.00% 

33 DTJX12 驯化水稻表土 117.652 28.491 江西 横峰县 54.00% 

34 DTJX13 驯化水稻表土 116.917 28.416 江西 余江县 56.86% 

35 DTJX14 驯化水稻表土 116.943 28.889 江西 波阳县 50.00% 

36 DTJX15 驯化水稻表土 116.782 29.156 江西 波阳县 52.94% 

37 DTJX16 驯化水稻表土 115.904 29.009 江西 新建县 61.54% 

38 DTJX17 驯化水稻表土 116.127 28.981 江西 新建县 54.90% 

39 DTJX18 驯化水稻表土 114.968 28.210 江西 上高县 62.00% 

40 DTJX19 驯化水稻表土 114.163 27.716 江西 宜春市 60.00% 

41 DTZJ1 驯化水稻表土 119.775 30.909 浙江 长兴县 52.94% 

42 DTZJ2 驯化水稻表土 119.354 30.530 浙江 安吉县 58.00% 

43 DTZJ3 驯化水稻表土 119.627 29.841 浙江 桐庐县  

44 DTZJ4 驯化水稻表土 119.490 29.447 浙江 建德县 51.92% 

45 DTZJ5 驯化水稻表土 118.600 28.609 浙江 江山市 55.77% 

46 DTZJ6 驯化水稻表土 119.021 28.928 浙江 衢县 56.36% 

47 DTZJ7 驯化水稻表土 121.017 28.882 浙江 临海市 64.00% 

48 DTZJ8 驯化水稻表土 121.328 29.257 浙江 宁海县 54.90% 

49 DTZJ9 驯化水稻表土 121.679 29.495 浙江 象山县  

50 DTZJ10 驯化水稻表土 120.645 30.553 浙江 桐乡县 56.00% 

51 DTZJ11 驯化水稻表土 120.503 30.486 浙江 海宁市  

52 DTZJ12 驯化水稻表土 118.472 28.953 浙江 常山县 56.86% 

53 DTZJ13 驯化水稻表土 118.544 28.651 浙江 江山市 50.00% 

54 DTFJ1 驯化水稻表土 118.207 27.630 福建 崇安县 56.36% 

55 DTFJ2 驯化水稻表土 117.778 27.438 福建 建阳县 60.78% 

56 DTFJ3 驯化水稻表土 117.305 27.135 福建 邵武市 58.49% 

57 DTFJ4 驯化水稻表土 116.748 25.799 福建 连城县 66.67% 

58 DTFJ5 驯化水稻表土 116.412 25.657 福建 长汀县 50.85% 

59 DTFJ6 驯化水稻表土 116.503 24.936 福建 上杭县 63.46% 

60 DTFJ7 驯化水稻表土 117.752 24.733 福建 长秦县 70.91% 

61 DTFJ8 驯化水稻表土 118.892 25.938 福建 永泰县 49.06% 

62 DTFJ9 驯化水稻表土 118.634 27.422 福建 政和县 69.09% 

63 DTFJ10 驯化水稻表土 118.865 27.346 福建 政和县 52.94% 

64 GX1 旱稻表土 105.805 24.2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田林县 12.00% 

65 GX2 旱稻表土 105.805 24.2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田林县 4.00% 

66 GX3 旱稻表土 105.805 24.2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田林县 14.00% 

67 GX4 旱稻表土 105.805 24.2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田林县 16.00% 

注:  代表样品中未发现水稻扇型植硅体或水稻扇型植硅体不足统计量。 

Note:  represents samples found no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s or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s lack of statistics. 

 

3. 2  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数量的计数标准 

明确而统一的鱼鳞状纹饰计数标准, 是利用

水稻扇型植硅体区分野生稻和驯化稻的关键, 原

因在于: (1) 水稻扇型植硅体厚度较大, 边缘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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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现代稻田表土研究样品分布图 (部分样品点引自 Huan et al., 2015) 

Fig. 4  Locations of selected paddy soils (some samples are cited by Huan et al., 2015) 
 

鳞状纹饰呈多排叠层状发育 , 镜下调焦的过程

中会看到鱼鳞状纹饰呈现不同的层次; (2) 在制

片过程中 , 并不是每一个扇型植硅体都会露出

清晰可数的纹饰, 所以要对其进行甄别。因此选

择哪一排鱼鳞状纹饰进行计数 , 将直接影响到

统计结果。 

鉴于此 , 王灿和吕厚远(2012)曾建议选择镜

下调焦的过程中看到的最顶面的鱼鳞状纹饰进行

计数; 在样本的选择上 , 一些发育不完全, 形态

不对称, 在镜下呈现非平面形态的扇型植硅体个

体, 在形态观察中应该予以摒除。但是, 发育扇型

植硅体的泡状细胞是成组排列的, 只有中间的那

个最大的个体才会呈现对称形态(图 1-C), 所以在

鉴定过程中摒除同组发育的其他扇型植硅体可能

会影响鱼鳞状纹饰数量整体的代表性。 

因此, 在稻田表土植硅体的研究中, 我们对

水稻扇型植硅体个体的选择标准做了改进和细化, 

具体为: (1)只要是被确认的水稻扇型植硅体, 无

论其平面形态是否对称, 都计数其鱼鳞状纹饰的

数量(图 5-A, 5-B); (2)在光学显微镜下, 当水稻扇

型植硅体仅呈现一层清晰的鱼鳞状纹饰时, 计数

该层鱼鳞状纹饰数量(图 5-D–5-F); 如果在制片时

扇型植硅体有角度的倾斜, 视野中会出现多层鱼

鳞状纹饰的情况, 此时我们计数最表面的一层纹

饰数量(图 5-G–5-I); 如果不能清晰的看到扇型植 

硅体边缘的鱼鳞状纹饰, 则根据镜下调整焦距时

出现的阴影(图 5-J–5-L)或者突出的点(图 5-C)进

行计数。每个样品计数 50 粒以上扇型植硅体, 然

后计算每个样品中具有 ≥9 个鱼鳞状纹饰的扇型

植硅体的比例。 

明确的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计数标准, 可

以有效避免样品鉴定过程中主观因素的影响, 提

高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可重复性、可对比性和可操

作性; 另外, 该计数标准不仅将对称和非对称形

态的扇型植硅体纳入统计, 还包含了镜下不同平

面形态的水稻扇型植硅体, 可以提高鉴定效率。 

 

3. 3  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数量统计结果 

现代表土样品中水稻扇型植硅体含量丰富 , 

根据新的鉴定标准可以对水稻扇型植硅体进行精

确的鉴定。在此次分析的 63 个驯化水稻表土样品

中, 在 DTZJ9 和 DTZJ11 中没发现水稻扇型植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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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在 DTZJ3 中仅统计出 20 粒水稻扇型植硅体, 

不够统计量, 所以不做进一步的分析(表 1); 此次

分析的 4 个旱稻表土中都发现了足够统计量的水

稻扇型植硅体(表 1)。 

将本研究的结果与 Huan 等(2015)的研究结

果进行综合分析, 总体来说(图 6)野生稻生长区

表土样品中具有 ≥9 个鱼鳞状纹饰的水稻扇型植 

硅体的比例为 17.5%±8.3% (Huan et al., 2015), 

驯化水稻表土样品的比例是 57.6%±8.7%, 与早

期研究 (Huan et al., 2015) 的结果 (63.70%±

9.22%)在误差范围内一致, 说明中国南方地区驯

化水稻中具有≥9 个鱼鳞状纹饰的扇型植硅体的

比例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数值 , 可以作为指示驯

化的标志。 
 

 

图 5  水稻扇型植硅体边缘的鱼鳞状纹饰计数标准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unting standard of fish-scale decorations on the edge of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 

A, B. 不对称和对称的水稻扇型植硅体都进行鱼鳞状纹饰计数; C. 当鱼鳞状纹饰的平面在镜下被完全遮住时, 根据突出的点或阴影计数; D, E, F. 

镜下计数纹饰最理想的状况, 只出现表层且纹饰清晰; G, H, I. 当视野下出现多层清晰的纹饰时, 仅对第一层纹饰进行计数; J, K, L. 当仅能清晰

的看到一侧鱼鳞状纹饰时, 另一侧则可根据突出的点或镜下调整焦距计数。比例尺为 20 μm。 

A, B. both asymmetric and symmetrical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s are adopted to fish-scale decoration counting; C. when the decorations are covered due to 
the angel of phytolith, they can be counted according to the protruding points or shadows; D, E, F. only the surface layer of clear fish-scale decorations 
appears is the most ideal condition for counting; G, H, I. when multiple layers of clear decorations appear, only the first layer of decorations will be 
counted; J, K, L. when only one side of the decorations can be clearly seen, the other side can be counted by adjusting the focus or protruding points. Scale 
bars = 20 μm. 

 

此外, 四个旱稻表土样品中具有 ≥9 个鱼鳞

状纹饰的水稻扇型植硅体的比例分别为 4%、

12%、14%和 16%, 平均值为 11.5%±5.3%; 该比

例处在野生稻表土的范围中, 但是整体比野生稻

低, 由于目前仅分析了一个地点的四个旱稻表土

样品, 样品数量和代表性有限, 所以要进行深入

的对比分析, 需要以后采集更多的样品。但无论

如何, 这都是一个新问题, 即如何区分旱稻和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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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稻的扇型植硅体。 

 

图 6  不同稻田表土中具有 ≥9 个鱼鳞状纹饰的水稻扇型植硅体的比例 

Fig. 6  Proportion of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s with ≥9 fish-scale decora-
tions in the topsoil of different paddy fields 

 

具体从野生稻生长区表土和驯化水稻表土扇

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数量分布频率来看, 在分析

的 26 个野生稻表土样品中共统计 1305 粒水稻扇

型植硅体 , 这些植硅体鱼鳞状纹饰数量均值为

7.18±1.565, 其中具有 7 个鱼鳞状纹饰的扇型植

硅体频数最高为 335 粒, 其次为具有 8 个鱼鳞状

纹饰的扇型植硅体有 300 粒, 具有 10 个及以上的

鱼鳞状纹饰的扇型植硅体的频数都不超过 100 粒

(图 7-A); 在分析的 90 个驯化稻表土样品中共统

计出 4660 粒水稻扇型植硅体, 这些植硅体具有的

鱼鳞状纹饰数量均值为 8.89±1.908, 其中具有 9

个鱼鳞状纹饰的扇型植硅体频数最高为 1060 粒, 

其次为具有 8 个纹饰的植硅体数为 856, 具有 10

个纹饰的植硅体数为 721(图 7-B); 野生稻表土和

驯化稻表土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数量分布频率

的交点在 8 和 9 之间(图 7-C), 这说明选择具有 ≥ 

9 个鱼鳞状纹饰的扇型植硅体作为区分野生稻和

驯化稻的标准在统计上是合理的。 

 

图 7  野生稻和驯化稻表土样品中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数量的频数(A、B)和频率(C)分布 

Fig. 7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 fish-scale decorations in topsoil samples of wild rice (A, B) and  
domesticated ric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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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鱼鳞状纹饰数量差异机制的可能解释 

扇型植硅体来源于禾本科叶片表皮的泡状细

胞, 水稻中的泡状细胞位于近轴面(上表皮)两个

维管束之间(Chauhan et al., 2011), 成组出现, 中

间的细胞最大, 两侧的细胞较小。泡状细胞发育

体积较大的中央液泡, 主要功能是控制叶片的卷

曲(Jane and Chiang, 1991; Vecchia et al., 1998), 当

水分大量流失的时候, 泡状细胞会皱缩使叶片卷

曲以保持水分; 当水分充足时, 泡状细胞会充满

水分, 再次使叶片展平(Parry and Smithson, 1958; 

王元军, 2005)。 

泡状细胞的形态、大小、数量、排列方式、

分布位置以及底部与其相连的无色细胞的特征

在禾本科植物之间存在差别 , 可以为禾本科植

物分类提供依据 (Ellis, 1976; Alvarez et al., 

2008)。无色细胞比泡状细胞体积小, 透明且高度

液泡化 , 充斥在维管束和泡状细胞之间(Alvarez 

et al., 2008), 其形状和大小都不同(Ellis, 1976)。

鱼鳞状纹饰就是泡状细胞底部受到无色细胞挤

压产生的(王灿、吕厚远, 2012), 叶片的卷曲会增

加这些纹饰的数量。 

关于野生稻和驯化稻扇型植硅体中鱼鳞状纹

饰数量出现差异的一个可能的机制是, 野生稻通

常生长在水分充足的沼泽型环境中 (董玉琛等 , 

2006), 基本不受水分胁迫, 所以叶片卷曲次数少; 

驯化稻与野生稻生长的土壤水文环境不一样, 驯

化稻灌浆期必须要放水, 需要有适度干旱期, 造

成驯化稻植株挺拔远离水面, 叶片卷曲次数增加

以保持水分 , 叶片卷曲造成泡状细胞失水萎焉–

皱缩。泡状细胞在反复膨胀–萎焉–皱缩过程中 , 

底部受到无色细胞挤压形成多而明显的凹坑–鱼

鳞状纹饰, 而且泡状细胞的硅化多集中在适度干

旱的灌浆期及以后完成的(Ma and Yamaji, 2006)。 

值得注意的是, 叶片卷曲不仅与水稻抵抗水

分胁迫有关, 更重要的是叶片卷曲在水稻育种和

提高产量方面意义重大。袁隆平(1997)提出超高

产水稻的理想株型, 形态上最主要的特点是上部

三片功能叶要“长、直、窄、凹、厚”, 其中的

凹就是指叶片内卷, 这样叶片所占空间面积小但

整叶的面积却不小, 它可以减少群体叶片之间的

遮蔽率, 改善群体光合作用效率, 为提高产能提

供充足的源, 所以在早期选择结实率高、产量高

的性状时, 也就是选择了叶片内卷能力强的高产

株型。 

可遗传的卷叶性状受到遗传基因的调控, 目

前已经定位和克隆的水稻卷叶突变体有 31 个, 大

多数为隐性基因控制, 也有受不完全显性或显性

基因控制(张俊杰, 2015), 从这个角度看, 水稻卷

叶性状很可能是人类选择的结果, 水稻扇型植硅

体鱼鳞状纹饰的增加 , 应该反映了驯化程度增

加。然而, 学界目前对于不同卷叶基因之间的关

系还没有理清, 控制卷叶性状的分子调控网络也

没有建立, 所以对驯化水稻鱼鳞状纹饰数量增加

的原因仍将依赖于分子生物学的深入研究。 

虽然水稻卷叶的机制为驯化稻扇型植硅体鱼

鳞状纹饰数量较多提供了一个植物生理上的解释, 

但无法说明旱稻表土样品中具有 ≥9 个鱼鳞状纹

饰的水稻扇型植硅体的比例为何基本落在野生稻

范围内的现象。我们推测这是由于旱稻和水稻在

抗旱性和产量之间存在不同的应对策略造成的

(Xia et al., 2019)。旱稻抗旱性强但产量低, 所以

在旱稻中与产量相关的基因一直处在与抗旱基因

之间的权衡中, 而驯化水稻中与产量相关的基因

则是主要被选择的对象。 

5  结  论 

本文总结了水稻扇型植硅体的产生及鉴定

特征 , 回顾了水稻扇型植硅体研究从定性到定

量研究的历史; 在定量研究方面, 明确提出了在

光学显微镜视野下统计鱼鳞状纹饰数量的鉴定

标准 , 完善了早期现代野生稻表土和驯化稻表

土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数量的研究 , 在增加

了 63 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驯化水稻表土样品的基

础上, 将驯化水稻田表土样品中具有 ≥9 个鱼鳞

状纹饰的扇型植硅体的比例更新为 57.6%±

8.7%, 初步发现旱稻扇型植硅体中具有 ≥9 个鱼

鳞状纹饰的比例只有 11%左右; 最后提出了野生

稻和驯化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数量产生差

异的可能解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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